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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助两级传播理论,探究清代苏轼诗从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的演变过程,聚焦于意见领袖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通过史料的梳理与分析,可发现王士禛、宋荦、查慎行、翁方纲等意见领袖之间的人际传播,对随后发

生的大众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代苏轼诗大众传播的深度、广度与传播方向,都与王士禛、查慎行等

意见领袖的个人观点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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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苏轼诗歌在清代的传播,学界主要聚焦于苏

诗注本在清代的产生与传播过程.据清人钱大昕«苏
文忠公诗合注序»,清代流行的苏诗注本主要有三种:
“注东坡诗者,无虑百数家,其行于世者,唯永嘉王氏、
吴兴施氏及近时海宁查氏本.”[１]钱大昕所说的三种

苏诗注本,即南宋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

先生诗»和南宋施元之、顾禧注,施宿补注,清人宋荦、
邵长蘅重新编订刊刻的«施注苏诗»以及清人查慎行

的«苏诗补注».客观来说,这三种注本在清代流传最

广、影响最大,后来产生的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
也是在对这三种注本加以删削合并的基础上产生的.

笔者认为,探究清代苏轼诗的传播,并不能仅仅

聚焦于这三种或更多几种苏诗注本、苏诗选本的刊刻

流传,这只能说是第一步的材料整理工作.其实更有

意义的是,借助传播学理论,来探讨清代苏轼诗传播

过程中所涉及的众多理论问题.因为文本是静态的,
传播活动是活的、动态的,文本需要通过传播活动才

能对社会发生作用,而传播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清

代苏轼诗的传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其大众

传播行为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往往与人际传播,尤
其是涉及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关系密切.对相关史

料稍做梳理即可发现,清代苏轼诗的这种人际传播,
特别是与意见领袖相关的人际传播,对随后发生的大

众传播,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要厘清这些问题,就

要先梳理与清代意见领袖相关的苏轼诗的人际传播

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研究清楚,如何由人际传播向大

众传播发生嬗变.最后就会看到,在苏轼诗传播过程

中,意见领袖所起的作用.
一、清代苏轼诗的人际传播及意见领袖的作用

“人际传播”在传播学中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
主要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应该说,
在清代苏轼诗传播过程中,普通人、普通读书人之间

的人际传播,其意义有限,最多是构成了一种文学接

受.更应该注意的是,意见领袖之间的人际传播.
“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是１９４４年拉扎斯菲尔德等人

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所提出,后为众多学者认可与

接受[２].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大体是指在人际传

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

的活跃人士.国内学术界对“意见领袖”的定义多从

这方面着眼,如李彬教授认为:“意见领袖”“就是积极

主动地向人们提供某方面的客观事实并加以主观评

断的人.”[３]在清代苏轼诗的传播中,这种传播学意义

上积极主动向他人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意见领

袖”显然也是存在的.以影响与作用而论,清代诗人、
诗歌理论家王士禛、宋荦、查慎行、翁方纲等人,都可

以被视作苏轼诗传播过程中的意见领袖.那么在这

些意见领袖之间的人际传播,就值得进一步的梳理与

探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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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王士禛发起的人际传播及其影响.
王士禛是清初尤其是康熙诗坛的重要领袖,对整

个清诗发展深有影响.他所关涉的苏轼诗人际传播

有多起.这里举比较重要的几起.一个是顺治十八

年(１６６１)春,王士禛在扬州上方寺发现了苏轼诗断

碑,上刻苏轼诗«次韵苏伯固游蜀冈,送李孝博奉使岭

表»,该诗被刻石在蜀冈,年久之后,被遗弃在草间.
王士禛官扬州时,发现了这一石刻.随后王士禛作有

«上方寺访东坡先生石刻诗次韵»,并在后来«居易录»
等各种笔记中谈到这件事[４].这件事,在王士禛的诗

友圈中被迅速传播,其主要途径自然是人际传播,王
士禛的朋友们口耳相传或书信相传.汪琬有一组«扬
州怀古杂诗六首»,在第六首诗末有汪琬自注:“贻上

新得东坡碑刻于蜀冈粪土中,复树之,故云.”[５]此诗

应是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十月,汪琬南归在扬州盘桓三

日期间,与王士禛唱和所作.这次汪琬暂留扬州,王
士禛邀请冒襄、陈维崧等名士聚饮送别,其间很自然

会谈到半年前王士禛所发现的苏轼碑文,汪琬这才在

诗文中加以记录.此事在江南文人圈中影响较大,属
于典型的人际传播,对江南文人中崇苏风气的形成,
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另一件事是王士禛在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夏回京

师后,多次与人次韵唱和苏轼清虚堂诗.目前留存的

次韵诗共三首,分别是«用东坡先生清虚堂韵,送黄无

庵佥事归甘肃兼寄许天玉»«同李湘北、陈子端二学

士,叶子吉侍读,登慈仁寺阁,再用清虚堂韵»«通州水

月庵三用清虚堂韵».所谓的“清虚堂韵”为苏轼的一

首诗(标题非常长),即«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
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

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
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
一诗.在这次接连的唱和当中,王士禛连续在京师的

不同地点,与不同士人次苏轼清虚堂诗韵,先后涉及

黄无庵、许天玉、李湘北、陈子端、叶子吉等六七人.
这种频繁的次韵苏诗,自然在京师地区大力传播了宗

苏轼诗的观念.据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自康

熙七年(１６６８)年开始,王士禛在京师文士中早就有了

很大影响,“是时,士人挟诗文游京师者,首谒龚端毅

公,次即谒山人及汪、刘二公.”[４]５０７８那么当康熙十四

年,王士禛丁忧之后,再回到京师,且频繁与人次韵苏

轼诗,显然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能够影响很多士人

对苏轼诗的态度.
王士禛依靠人际传播来传扬宗苏轼诗的观念,实

例很多,以上只是比较集中比较典型的两起.总体

看,王士禛关于苏轼诗的人际传播,在清代的士大夫、
诗人圈子中影响很大,对后来很多涉及苏轼诗的文化

事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直接影响了后

来宋荦、查慎行等人对苏轼诗进行大众传播的行为.
王士禛可以算作在苏轼诗传播上的一个重要的意见

领袖.
第二,清代苏轼生日纪念活动中的人际传播.
清代苏轼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苏轼生日

纪念活动,往往是在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这

天.一些崇尚苏轼诗的文人,要举行苏轼纪念活动,
其间往往要拜祭苏轼画像,可以称为“苏轼生日会”
“拜苏活动”或“寿苏雅集”[６].目前可考的影响较大

的拜苏活动的组织者,包括宋荦、翁方纲、毕沅、吴荷

屋等.
这种苏轼生日前后举行的“拜苏活动”,参与者少

则近十人,多则几十人近百人.与会者要瞻仰苏轼画

像、瞻仰宋版苏轼诗集、欣赏苏轼作品,同时一般也要

作诗或次韵和韵苏诗.现在可考的最早的一次,是康

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宋荦在江宁巡抚任上刊刻«施注

苏诗».刊成之日,恰逢１２月１９日苏轼生日,于是这

一天宋荦召集文士、幕客以及府学生近百人,举行了

一次苏轼纪念活动.宋荦的这次苏轼生日纪念活动,
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此后真正将这种纪念活动频繁举

行,推向常态化的则是翁方纲.可考的翁方纲第一次

纪念活动在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这一年的十二月十

七日他购得宋荦所藏«施注苏诗»残本,两天后的苏轼

诞辰日,翁方纲便模仿宋荦,举行东坡诞辰纪念活动,
此后几乎年年都要举行类似活动.以乾隆四十五年

(１７８０)翁方纲召集的“东坡生日会”为例.这一年苏

轼生日,翁方纲设东坡像,奉荐笋脯,又摆黄庭坚、王
守仁、沈周及毛奇龄、朱彝尊二先生像以配东坡先生

之筵[７].请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桂馥、宋葆惇等

人到斋,共同纪念苏轼,重观宋荦«施注苏诗»残本以

及宋葆惇所作«李委吹笛图».与会人士,皆为一时名

士,且多有作诗.翁方纲题诗四首.参会的蒋士铨也

有作品,蒋士铨«忠雅堂诗集»收有«十二月十九日,东
坡生日,翁学士招集苏斋,瞻拜遗像,分得“南”字»[８],
即是这次集会活动所作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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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毕沅组织的苏轼生日纪念活动.毕沅第

一次举行“东坡生日会”,发生在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１７８２),比翁方纲晚了近十年.后来毕沅刊有«苏文

忠公生日设祀诗»,收录了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乾隆

四十八年(１７８３)、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共四次苏轼生日纪念活动中所作的诗文.而

据朱则杰先生考证,毕沅主持的东坡生日纪念活动并

不仅仅这四次,“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１７８２)开始,到
嘉庆二年丁巳(１７９７)七月毕沅谢世的前一年嘉庆元

年丙辰(１７９６)为止,这个设祀活动总共应该有十五

次.”[９]而参与的人数,据朱则杰先生考证至少在三十

八人以上.从参与者的名单可发现,参与者不乏洪亮

吉、孙星衍、王昶等清代重要的诗人、学者.
这一类型的苏轼生日纪念活动,依靠面对面的人

际传播,虽然参与者不多,但一般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文士,很多都属于传播学概念上的“意见领袖”.这些

意见领袖,通过举行这种“苏轼生日纪念活动”,在参

与人中制造一种“崇苏”的氛围.不知不觉间,参与者

就加深了对苏轼的推崇,加深了对苏轼诗的感悟.而

由于他们都属于意见领袖,所以离开之后,又以自己

为节点,来传播“崇苏”观念.
比如,翁方纲的弟子凌廷堪参与过翁方纲举行的

“苏轼生日纪念活动”,也参与过毕沅举行的“苏轼生

日纪念活动”.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六收有他参与

毕沅组织的祭苏活动所作的诗,即«秋帆中丞每岁十

二月十九日,置酒高会为束坡作生日,丁未冬以病不

果,于戊申正月补为之.同人各赋七言长句一章,时
在坐者吴竹屿舍人、张吾山广文、唐柘田进士、方子云

布衣、洪稚存博士、徐朗斋孝廉、朱秋岩明经、沈春林

上舍、王石、华蕅夫二茂才也»[１０].“秋帆中丞”即是

毕沅.据凌廷堪的诗题,这次活动发生在乾隆“戊申”
即１７８８年.参加苏轼生日集会纪念活动,对于凌廷

堪传承翁方纲的宗宋崇苏诗学,是起过一些作用的.
后来凌廷堪将这种理念,传递给了他弟子程恩泽,以
程恩泽为中心,形成了晚清道光以后声势浩大的“道
咸宋诗派”.“道咸宋诗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推崇

苏轼,无论是程恩泽的弟子何绍基、郑珍,还是身居高

位的曾国藩,都非常推崇苏轼.在曾国藩的«十八家

诗钞»中即收有大量的苏轼诗.这种崇苏诗学观,都
可以上溯到乾嘉时期频繁举行的苏轼生日纪念活动,
其人际传播的效果是深刻与持久的.

二、清代苏轼诗传播中,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

嬗变

传播学上对于“大众传播”是有较为明确的定义

的.如郭庆光先生«传播学教程»认为:“古登堡的印

刷术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

(即我们在定义中所界定的大众传播)的诞生,却是近

４００年以后的事情,确切地说,近代大众传播的起点,
应该以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大众报刊的出现为标志.”[１１]

这一看法是将１９世纪作为“近代大众传播的起点”,
而此前较长的历史时期则不计算在内.应该说,国内

外学术界都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大众传播的起源时限

推前.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诞生于１５世

纪４０—５０年代,其标志是德国工匠古登堡使用印刷

机和金属活字技术,印刷出了第一批油印«圣经»[１２].
与此类似,中国学者方汉奇在«中国新闻传播史»详细

探讨了从秦汉以至唐宋元明清的中国官方报纸即邸

报与民间小报的情况,如认为“明代的‘邸报’的外观

如书册,每期出一小册,页数不定,时有增减.字数通

常在三五千之间.每期的总发行数约为 ５０００ 到

１００００册.”[１３]这实际上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大众

传播了.所以一些学者也把中国古代的一些传播活

动视为大众传播.如黄星民认为:“唐雕版与宋活版

印刷出现之后,文字开始广泛流行,中国的大众传播

活动既有手抄与手工印制的古代书报,又有衰落的礼

乐和新兴的戏曲.”“因此我们把古腾堡印刷机视为现

代大众传播时代开始的标志.在现代大众传播时代

之前的古代大众传播时代的书报我们称之为古代书

报.”[１４]

综合几种观点来看,也可以把中国古代的书报传

播,视为大众传播,只是应被视为“前现代”阶段的大

众传播,与现代机器工业时代的大众传播,自然会有

一些不同.但在一些重要特点上也有显著的相通性.
以此为基础,可以来研讨清代苏轼诗的大众传播问

题.据前文所所述,清代流行的三种苏轼诗注本中,
其中后两种,即宋荦、邵长蘅编订的«施注苏诗»、查慎

行的«苏诗补注»,都产生于清代的“崇苏”氛围中,有
一个在意见领袖之间互相影响,从人际传播迈向大众

传播的过程.可分而论之:
第一,宋荦受王士禛等多方面人际传播的影响,

着力发掘苏诗,而重新编订刊刻宋本的«施注苏诗».
宋荦在清代苏轼诗集传播史上起到了很关键的

４０１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作用.因为成于南宋的«施注苏诗»至清代已罕见传

本了,是宋荦的重新编辑刊刻才让该书得以真正广泛

流行.宋荦在«漫堂说诗»中曾自述自己的学宋历程:
“康熙壬子,癸丑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
阑入宋人畛域.”[１５]康熙壬子是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据
刘万华«宋荦年谱»,宋荦在这一年“五月,入都候补.”
按照这段自述,京师宋诗风兴起后,宋荦也改变了诗

风,开始学宋.宋荦所说的“海内名宿”,就包括王士

禛.据前文可知,王士禛在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丁忧

结束后,重回京师时,便通过人际传播,大力传播“崇
尚苏轼诗”的观念,在京师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宋荦与王士禛关系非常密切,有大量的诗歌唱和与

书信来往,王士禛崇尚苏轼,很自然就对宋荦产生很

深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书信

交流等人际传播的方式产生.
而王士禛与宋荦之间关于“崇尚苏轼”观念的人

际传播,对于宋荦后来编订刊刻«施注苏诗»有很大的

影响.在编订刊刻«施注苏诗»过程中,王士禛对宋荦

的鼓励自不必说.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施注苏

诗»刊成以后,宋荦诸人又运用王士禛的广泛影响,来
推广传播这部书.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宋荦在江宁

巡抚任上刊刻«施注苏诗».年底１２月１９日,宋荦刊

补«施注苏诗»完成,恰值苏轼生日,于是宋荦率领冯

景、吴士玉、顾嗣立、儿子宋至等人在小沧浪深净轩,
悬挂东坡笠屐像,进行祭祀活动.参与人士,除知名

文士之外,江宁府学诸生也参加了祭祀,有上百人规

模.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大的关于苏诗的面对面的人

际传播活动.祭祀之后,宋荦倡议参与的人士作七言

诗纪念.宋荦作有«刊补施注苏诗竟于腊月十九坡公

生日,率诸生致祭»,参与祭祀的冯景、吴士玉、顾嗣

立、宋至等人,以及因事未曾参会的人士相继作诗,这
些唱和诗歌集成了«东坡先生生日唱和诗»,由未能参

加的邵长蘅作序.值得注意的是,在«刊补施注苏诗

竟于腊月十九坡公生日,率诸生致祭»中,宋荦说:“短
札急报渔洋老,应有好句酬狂奴.”[１６]可见这次祭祀

活动之后,宋荦还写信把活动过程与所写诗文,报送

了正在京师任职的王士禛.现存王士禛就此事给宋

荦的回信,王士禛说:“东坡先生生日集诸名士设祭,
事佳诗亦可传,要当有一篇纪事.久不拈弄,恐不能

如昔贤刻烛击缽耳.”[４]２４４０说明王渔洋是支持并赞扬

此次祀苏活动的.而按照传播学上的定义,宋荦与王

渔洋的通信亦属于人际传播范畴.
可以说,此次宋荦在江宁的东坡生日祀苏活动,

尤其是与王士禛的通信,是刊刻«施注苏诗»之后,进
行广泛的大众传播之前,一次重要的人际传播,对随

后«施注苏诗»的大众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尤其是王士禛对此事的褒扬,由于王士禛当时的文学

领袖地位,相当于为此书的价值“背书”,更促进了该

书的广泛传播.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王士禛的褒

扬,宋荦重新编订出版的«施注苏诗»则就不会产生如

此大的影响,其后来的大众传播效果就要大打折

扣了.
第二,宋荦之子宋至在京师与查慎行会面后,赠

给查慎行一套«施注苏诗».这一人际传播事件对查

慎行影响巨大,促使查慎行在两年后出版自己的«苏
诗补注».

查慎行自青年时代即开始注释苏轼,但一直没有

出版,直到康熙庚辰年(１７００)春,他在京师遇到宋荦

之子宋至.在«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中,查慎行

简述了«苏诗补注»的成书过程:
余于苏诗,性有笃好,向不满于王氏注,为之驳正

瑕璺,零丁件系,收弆箧中,积久渐成卷帙.后读«渭

南集»,乃知有«施注苏诗».旧本苦不易购,庚辰春与

商丘宋山言并客辇下,忽出新刻本见贻.检阅终卷,
于鄙怀颇有未惬者,因复补辑旧闻,自忘芜陋,将出以

问世[１７].
据此,查慎行在康熙癸丑年(１６７３)即开始着手对

苏轼的注解,此时他只有２３岁.此后二十年,不断有

补充修订.康熙庚辰年(１７００)春,他在京师遇到宋荦

之子宋至,宋至赠送了查慎行一套新出的«施注苏

诗».此前不久,宋荦在江宁巡抚任上刊刻«施注苏

诗».宋至到北京时,应是随身携带了若干部其父宋

荦新出的«施注苏诗»,赠给了查慎行一部.查慎行看

到这部注释后,大受启发,随后一年多,他加紧对自己

的苏轼注进行写作,在１７０２年也出版了自己的«苏诗

补注».
梳理查慎行«苏诗补注»的出版过程,可以看到人

际传播的重要影响.尤其是１７００年查慎行与宋荦之

子宋至在京师的会面,两人面谈之后,查慎行获得了

大量的有用信息,这对查慎行下定决心出版自己的

«苏诗补注»起了很重要的催化作用.如果没有这次

与宋至的会面,没有相关的信息交流,查慎行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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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意识到注释苏轼诗的巨大价值,可能就不会这么

快速地出版自己的«苏诗补注».甚至由于俗事的羁

扰,人事的代谢,查慎行这部书最终不能面世也是有

可能的.可见,查慎行«苏诗补注»一书能够走向大众

传播,离不开前期几次重要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中

传递、汇总出的新信息,直接促进了大众传播的展开.
三、清代苏轼诗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启示

从以上对清代苏轼诗传播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

的相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传播学上的“两级传播”理论,在文学传播

上也是适用的.
从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的嬗变,是很多传播事件

的共性,文学作品的传播也符合这一点共性.类似苏

轼诗这样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下子就直接传播给大

众的.因为大众的欣赏水平、认知水平有限,很难一

下子就认识到一些文学作品的价值.这就需要一些

传播中介,或者意见领袖,来扩大如苏轼诗这样的作

品向大众传播的广度与力度.这显然就是传播学上

的“两级传播”的过程.按照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拉扎

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中的“两级传播”观点,即信息

总是先从广播和报刊流向意见领袖,再从这些意见领

袖传到普通大众[２]１２８.从清代苏轼诗的传播过程来

看,以意见领袖为中介的两级传播是客观存在的.
更进一步来看,在涉及文学作品的大众传播之

前,会有一个人际传播的过程.这正是对所传播的内

容的一个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的过程.只有经过人际

传播,获得认可,获得某种更大传播的“需求”或曰“通
行证”,接下来的大众传播,才会名正言顺的到来.大

众传播有时并不是单向的信息灌输,而是对人际传播

中已被证明的有效信息的一种放大,是对更大范围即

全社会“信息需求”的一种满足.
第二,人际传播在大众传播的事前、事中、事后都

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人际传播是所有传播系统中最小、最基

础的子系统.因其小,因其基础,所以它在大众传播

的事前、事中、事后,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在大众传

播的事前,人际传播起到了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对什

么样的信息应该进入大众传播进行筛选.有效的大

众传播需求,被推荐.无效的大众传播需求,被遮蔽.
这一步骤,经常不显著,但其实对大众传播有着根本

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的事中,人际传播可以对大众传播进

行反馈,对需要的效果进行“强化”,对不需要的效果

进行“纠偏”.在大众传播的事后,人际传播可以对大

众传播的效果进行总结评估,以确定下一次大众传播

的方式方法.
第三,在文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意见领袖往往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上文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到,在清代苏轼诗传

播中,涉及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

用.一方面,意见领袖之间,通过人际传播,交流信

息,形成“意见的共振”,形成一种变相的“把关”,筛选

出值得传播的因素,淘汰掉不值得传播的因素.另一

方面通过意见领袖在幕后的运作,一些文学作品如苏

轼诗,被印刷出来,大范围的传播,被传播给大众.这

一传播过程,无疑就是符合“两级传播”理论的.而这

其中,涉及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往往会对后期的大

众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决定后期大众传

播的深度、广度、传播方向、传播重点等.总之,在文

学传播领域,意见领袖对于大众传播的影响,也是非

常值得注意的.
四、结语

从本文对清代苏轼诗、崇苏文学观念的史料梳理

来看,清代苏轼诗整个的传播过程,与“两级传播”理
论相当符合.大众传播之前,涉及意见领袖的人际传

播,对随后的大众传播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可以推

论,其实在古今中外很多的文学传播现象中,都有这

种“两级传播”机制的存在.文学传播上的意见领袖,
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对大众进行大范围的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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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ofSuShi’sPoetryinQi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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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helpoftwoＧlevelcommunicationtheory,thispaperexplorestheevolutionofSuShi’s
poetryfrom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tomasscommunicationintheQingdynasty,focusingontheroleof
opinionleadersinit．Throughthecombingandanalysisofhistoricalmaterials,itcanbefoundthatthe
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between WangShizhen,SongYu,ChaShenxing,WengFanggangandother
opinionleadershas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subsequentmasscommunication．Thedepth,breadthand
directionofmasscommunicationofSuShi’spoemsintheQingdynastyallhaveaninseparablerelationship
withthepersonalviewsofopinionleaderssuchasWangShizhenandChaShen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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